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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居其宏
JU Qi－hong

萧友梅 “精神国防” 说解读
－－－兼评贬抑 “学院派” 成说之历史谬误
The Interpretation of Xiao Youmei’s Sense of Patriotism
－－－Disabusing a Historiographic Bias

摘 要：新近发现的萧友梅《理由及办法》一文�在音乐本质和功能问题上提出“精神国防”
之说�为使战时音乐教育适应抗日救亡紧急之需�在国立音专办学中推出一系列应对之策。从
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：长期故意贬抑“学院派”的某些成说�乃是一种历史谬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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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居其宏（1943－）男�南京艺术学院音

乐学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（江苏 南京210013）。
① 萧友梅：《理由及办法》�以下引文凡是未标

明出处者�皆引自该文�下不另注。

去年发现、今年公开发表的萧友梅《国立音乐专
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
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》（下简称 《理由
及办法》）�虽是萧氏在1937年12月14日为国立音
专举办两个 “养成班” 陈述理由、提出办法而向当时
国民政府教育部呈递的内部请示报告�但其中所论
及的音乐美学思想和音乐教育思想�却为廓清中国
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提供了一
份极可宝贵的思想材料。因此�它之从历史尘封中被
发现�是我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
的事件。

面对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�当代学者应当怎样
解读？特别是从他提出的“精神国防”之说中�人们可
以引出何种结论？本文谨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们
的读后感�以就教于各位同行与师友。

理由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论�还是对功能主义
的全面皈依？

在这份《理由及办法》中�萧友梅援引西方音乐
史上的不少实例�进而得出 “凡艺术都是实用的” 这
个令人惊骇的结论。他说：

严格地说来�凡艺术都是实用的。打开一部
世界艺术史�一页一页地翻下去�艺术的实用表
白得很清楚……到了文艺复兴期�因为社会经
济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逐渐发展�才有所谓 “自
我表现” 的艺术�自拟古主义一直到唯美主义�
虽然艺术家们都相信为了 “自我表现” 而努力�
可是他们的艺术到底是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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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或表现�直接或间接在替某种思想或主义
作宣传……①

根据这个认识�萧友梅随即从消极和积极两个
方面阐明了他对当下音乐现状的态度。

消极方面共列出4项�其中每一项都具有鲜明
的针对性：

第一项是 “打破传统的超然观念”�萧氏要打破
的�当然是指超然于抗战之外的 “为艺术而艺术” 和
“唯美主义”的音乐美学观念；

第二项是 “打破技术万能观念”�萧氏要打破的�
当然是指把音乐艺术神秘化、技术因素绝对化、不顾
国事维艰空谈技术的“技术至上”观念；

第三项是 “废弃作为奢侈品的音乐”�萧氏要废
弃的�当然是指非为抗日救亡所急需而仅作个人消
遣和玩赏的音乐；

第四项是 “废弃一切个人主义的音乐”�这里显
然指的是那些远离抗日救亡大潮、专以 “表现自我”
相标榜的音乐作品。

在积极方面列出的十一项中�有三项事关音乐
艺术功能及中国音乐整体战略和出路：

第一项是 “提倡服务的音乐”�即大力主张彰显
音乐艺术的服务功能�非常时期之音乐艺术则必须
服务于抗日救亡；

第十项 “从服务中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”�这一
点必须与《理由及办法》中另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“只
有如是�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
音乐的新生命” 联系起来读才能理解其真意。“建立
中国的国民乐派” 是萧友梅归国以来孜孜不倦追求
的目标�经过20年的探索与实践�他终于发现�离开
了为抗战服务这个总方针�20年来苦苦寻觅中国音
乐新生命的努力竟无实现之望！因此�萧氏不得不把
实现国民乐派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服务和实用的音乐

之上。
第十一项 “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

乐的出路”�这句话尤为重要。它所传达的信息�较之
第十项�语义更为深刻�思谋更为长远�两者不可等
量齐观；否则�将两条合为一条便是�又何必将这一
项单行列出、给以特别的强调？窃以为�将“中华民族
的解放”当作“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”的前提�有深意
存焉。这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上述所引文字之所以令人惊骇�是因为它们很
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：作为国立音专校长的萧
友梅�其音乐思想怎么会激进到与吕骥等“新音乐运

动”领导人如出一辙、甚至连批判性遣词用语也几无
二致的地步？此文一出�是否意味着萧友梅其人在美
学思想上对“自我表现”及所谓“抗战之外”的音乐的
全面否定、对功能主义的全面皈依？

我以为�弄清这两个问题�其答案还需从抗日战
争时期中国音乐界的一场大论战及萧友梅本人音乐

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去寻找。
在30年代初至抗战胜利前夕�我国音乐界围绕

音乐本质、功能、技术等问题曾经发生过一场持续10
余年的大论战。早在此前的1930年�青主在《乐话》
（1930）中提出“音乐是上界的语言”等观点。此论与
共产党人关于音乐是战斗武器的主张大相径庭�乃
遭到新音乐运动领导人吕骥 《中国新音乐的展望》
（1936[1949]：5～？）等文章的严词批驳。汀石（即张
昊）《从音乐艺术说到中国的实用主义》（1934[2004]：
198～200）、贺绿汀《中国音乐界的现状及我们对于音
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》（1936[1999]：41）、陈洪《战时
音乐》（1937：2～3）、陆华柏 《所谓 “新音乐”》（1940
[2004]：237）、李抱忱《建国的乐教》（1944：23～24）等
文�对 “救亡歌曲” 中把音乐艺术的服务宣传功能绝
对化而否定其他审美功能、把歌曲体裁唯一化而忽
视其他音乐品种、鄙弃作曲技术手段而导致创作质量
粗鄙化等理论主张提出批评；上述文章和观点面世不
久�立刻受到穆华 （即吕骥） 《反对毒害音乐》（1934
[2004]a：200～201）及《答毒害音乐的唯心论者－－－汀
石君》（1934[2004]b：207）、李凌《略论新音乐》（1940
[1949]：46）、天风《“救亡音乐” 之外》（1940[1949]：
55～57）、赵 《释新音乐－－－答陆华柏君》（1940）等
文的批评�天风甚至公开宣布：

“救亡歌曲”之外�不是别的�也还是抗日救
亡的音乐�不管用什么形式�不管怎样处理题
材�总之�都应该是抗日救亡的。一切“与抗战无
关” 的音乐－－－不管它是有意或无意地为接受
敌人的欢迎的�或涣散自己的团结的�我们都要
坚决反对。（1940[1949]：55～57）
回顾这场论战�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并非音乐

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问题�而是怎样认识音乐艺术
的本质以及在抗日救亡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音乐

艺术功能的问题。即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�“新音乐
运动”领导人提出音乐为抗战服务、成为抗日救亡有
力武器的主张是合理的�反映出非常时期国家和民
族对于音乐艺术功能的特殊要求；但在肯定这种合
理性的同时又必须指出�其主张又暗含着一种 “唯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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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论” 的功能主义倾向－－－这种倾向在建国后和平
建设时期甚至被发展到极致�结果竟成了实用本本
主义思潮的美学支柱之一。正是由于在音乐本质和
功能观上的分歧�长期以来被当作所谓 “救亡派” 和
“学院派”的分水岭�而某些史家笔下所描绘的“学院
派” 形象�则是一帮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漠不关心、
只知躲在音乐艺术的象牙塔里不问世事、孤芳自赏、
“毒害音乐”的资产阶级文人。

被当作 “学院派” 主要代表人物的萧友梅�当时
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战。这固然与他自称个人性
格 “生性是趋于实做一方面的” （1930[1990]：282）有
关�对这类笔墨官司向不热衷；但面对双方立场的激
烈冲突�萧氏是否有鲁迅式 “两间余一卒�荷戟独彷
徨”的慨叹已无从得知；但不妨从他的思想发展脉络
中去探寻其中堂奥。

萧友梅对音乐本质、功能的认识�从来就是一个
情感论者。如他早在1907年在日本发表的 《音乐概
说》“总论” 第五节 “音乐的定义与分门研究” （1907
[1990]：1）中�曾把欧西音乐理论家给音乐艺术下的
定义 “能感动人心之历时的美术” 极表赞赏�称之为
“深知音乐性质”。1916年12月在《〈哀悼引〉序》中�
称音乐“乃表示情感最有效力之物”。1925年3月12
日中山先生逝世�萧氏乃将自度钢琴曲《哀悼引》改
编为铜管乐曲《哀悼进行曲》以为悼念�并在《〈哀悼
进行曲〉序》中介绍此曲的标题和构思时说：

全曲分三大段�前后两段各三十节发表哀
悼感想�中段十六节改用大调�以雄壮声音描写
“努力”“奋斗”“救中国”之意�尾声亦悲亦壮�末
数音特别延长�表示无穷之悼意。此曲原名《哀
悼引》�后因采用进行曲形式�故命名《哀悼进行
曲》。（1926[1990]：139）
由此可知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�萧

友梅始终如一地坚持其情感论美学的理论立场�终
其一生而未有改变。从情感论美学出发�引出“服务”
和 “实用” 的音乐功能观便是顺理成章之事；萧氏之
“借鉴西乐�改造旧乐�创造新乐”的“国民乐派”理想②

以及他一生的音乐理论、创作与教育实践�正是立足
于发展新音乐以改造国民性、振奋民族精神这一宏观
的“服务”与“实用”功能观之上的。

然而�承认音乐艺术的“服务”与“实用”功能�有
几个界限必须划分清楚：

其一�不能认为情感论美学与 “自我表现” 是两
个相互排斥的美学范畴；实际上 “自我表现” 正是情

感论美学极度高扬的浪漫主义思潮的题中应有之

义�是浪漫主义作曲大师们张扬其个性、宣泄其情的
美学旗帜。

其二�也不能把“自我表现”与音乐具有某种“服
务”及“实用”功能对立起来�例如肖邦音乐之被称为
“花丛中的大炮” 便是如此�浪漫主义时期许多标题
音乐 （如斯美塔纳的《我的祖国》、西比柳斯的《芬兰
颂》等）也是如此；真正反对音乐具有 “服务”和 “实
用” 功能的是形式论美学 （或称自律论美学）而不是
情感论美学。

其三�“自我表现”与 “唯美主义”不是同一范畴
的美学概念�前者属于情感论美学范畴而后者属于
形式论美学范畴；“自我表现” 论者可以在形式上追
求或达到“唯美”�但唯美主义者却绝对不会赞同“自
我表现”之说。

其四�音乐功能的“服务”与“实用”�其含义应有
广狭之分。萧氏所谓：

到了文艺复兴期�因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
个人主义的逐渐发展�才有所谓‘自我表现’的
艺术�自拟古主义一直到唯美主义�虽然艺术家
们都相信为了‘自我表现’而努力�可是他们的
艺术到底是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或表

现�直接或间接在替某种思想或主义作宣传。
说的正是这种广义的服务与实用功能；萧氏所举西
方军乐队、国立音专开办两个养成班以及他提出的
一系列具体建议�指的正是这种狭义的服务与实用
功能。

萧友梅在陈述其理由时�在上述概念的使用中
时有彼此混淆的现象发生�这在音乐学尚欠发达的
当时是可以理解的�自当不必苛求于前人；但今人对
之进行解读�若不加以界定和廓清�容易造成困难�
甚至有可能导致误读。

在萧氏以往的理论批评活动中�对于学术上的
不同见解、创作实践中的不同风格、音乐生活中的不
同做法�历来多采取尊重、支持的态度�从不轻易否
定或武断批评。例如他对后来遭到吕骥等人强烈批
评的青主《乐话》撰写序言�盛赞此书“为音乐界开一
条新路”�“以贯通欧西音乐的原理来谈音乐�则自始

② 谓萧氏之 “借鉴西乐�改造旧乐�创造新
乐” 的国民乐派理想�并非萧氏原话�而是本文作
者从其一贯理论立场中概括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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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无人作此种‘乐话’；然则先生此作�岂不更难能可
贵吗？”（1929[1990]：277）到了1937年12月�即与《理
由及办法》呈递时间差不多同时�对音专出身的何士
德、吕骥等人领导的抗日歌咏运动�也给予了积极的
评价�称其纷纷组织歌队 “有如春笋勃发不及计算”�
“这真是最近音乐界一个最好的现象” （1937[1990]：
463）�赞赏之情溢于言表。

这些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文字表明�萧氏音乐
胸襟十分宽宏豁达�善容各家之见、兼采诸说之长而
后成大家。不过问题也就随之而来：是什么原因促使
萧氏明确主张狭义的服务及实用功能、反对“自我表
现” 及所谓音乐上的 “奢侈品” 呢？萧友梅的这一立
场�难道说明他从一个宽宏的情感论者已经变成一
个吕骥式的功能主义者了么？

我以为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、亡国灭种的现实
危险�是促使萧氏美学立场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。面
临日寇的入侵�当 “整个华北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
桌”的时候�在沦陷的上海不得不躲进法租界办学的
国立音专当然也摆不下一架演奏莫扎特的钢琴。萧
氏作为校长和中国新音乐的领军人物�值此日寇铁
蹄之下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非常时期�一切正常的
音乐创作和教学秩序都已变得遥不可及�交响乐、艺
术歌曲之类高雅音乐以及“自我表现”之类超然美学
已成为 “奢侈品”�广义的服务与实用远水解不了近
渴�他不仅要为音专的生路计�更要为整个中国音乐
出路计�不得不对以往20年来中国新音乐之路进行
痛切的反思－－－他在这份《理由及办法》中阐述的音
乐思想�正体现了萧氏适应时代变动、自觉转变办学
方针的现实主义态度。不用说�就这些音乐思想和具
体措施的整体而言�它反映了一位爱国音乐家主动
承担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�以及不尚空谈、在
自身能力可及的范围内为抗战做一些实际工作献一

份肝胆热肠的赤子之心。
同时�萧氏这些思想�既是他一贯思想在非常时

期的阶段性发展�也是迫于时世不得已而为之的非
常之论�因此是其音乐思想的特殊形态。他对音乐狭
义服务与实用功能的强调以及对 “表现自我”、“个人
主义”、“超然观念” 的批评�把抗战音乐之外的音乐
品种都称为理应废弃的 “奢侈品” 之类表述�在合理
性之外也的确包含着某些片面性；这些片面性使得
这些论述在文字形态上与吕骥等人的功能主义音乐

观有些类似。但千万不要因此而模糊了两者在本质
上的区别－－－萧氏是在战时对音乐服务功能的策略

性强化�而吕骥等人却将这种狭义的服务与实用功
能发展为以 “机械反映论” 为其哲学基础、“武器论”
“工具论” 和 “简单配合论” 为其基本特征的功能主
义�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�直
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90年代依然如此。

其实�萧氏在 《理由及办法》中将其音乐思想的
阶段性、策略性表述得很清楚：

总之�在这回大变动之后�民众和国家对于
音乐的需求是格外的热烈……音乐教育应该迅
速改变方针�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；
以维系民众信念�团结全国人心�强调民族意识�
激发爱国热忱为己任�努力迈进。
其中 “音乐教育应该迅速改变方针�以能适应目

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”�一语道出了萧氏此文的立论
是阶段性的“因时而变”。事实上�在此文前后直至
萧氏逝世�在他公开发表的文论中论及音乐功能及
抗战音乐相关问题时�对于 “自我表现”、“个人主
义”、“唯美主义”及所谓“奢侈品”之类主张和现象�
再未出现类似的批评言词和极端化主张。

在共产党人吕骥等人尚未切实掌握唯物辩证法

的时候�我们不能要求萧友梅言出必辩证。他为了强
调问题的这一面�常常忽视问题的另一面�反而容易
把问题说绝对了。倒是贺绿汀、陆华柏、陈洪等人在
音乐本质和功能以及战时音乐的风格与体裁、内容
与形式、生活与技术等问题上的见解显得客观些�也
更少片面性。

办法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�还是对精英教育
的根本否定？

萧友梅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和第一所

高等音乐教育机构－－－国立音乐院的创始人�实施
“精英教育”、为国家培养和造就大批高水平的现代
型音乐家是其办学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方针；正因为
如此�萧氏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我国音乐界所谓 “学
院派”的主要代表。

然而在这份 《理由及办法》中�萧友梅继在音乐
本质和功能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激进观点之后�又对
国立音专的办学方针提出一系列新的具体办法和举

措。他在“积极方面”共提出11项办法�其中下列各
项与音专办学思路有关：

提倡集团歌唱；提倡军乐队；实行音乐到民
间去；实行音乐到军队里去；音乐人才普遍化；
实用音乐人才巨量产生；音乐作品合时化；救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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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巨量产生。
应该说�萧友梅提出的这些办法（包括请示开办

的两个养成班在内）�与他对音乐本质和功能问题上
的认识在逻辑上是高度统一的－－－认识为推出这些
办法提供理论依据�办法是落实这些理论认识的具
体行动和举措。萧氏为解决两个养成班的办学经费
问题�甚至提出削减音专其他专业办学规模直至停
办的计划�其决心之大�措施之坚决�力透纸背：

经费由本校原有经常费中支付之�本校原
有各组班额概行尽量缩少或暂停�以所节省之
经常费为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

成班之用�不必另加经费。
……

原有各组各班之不欲停顿者�因学生及教
员关系不能迁往内地�拟继续在沪办理�唯一至
环境不容许时�则一律暂停�以全部经费办理上
述二养成班。
综观这些具体办学举措�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

办学思想：即把音专的办学方针由 “精英教育” 转变
为“大众教育”�由“提高教育”转变为“普及教育”。这
样的教育方针大转变竟然出自教育家萧友梅之口�
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萧氏在非常时期提出的非常之
策�还是对音专“精英教育”一贯方针的根本否定？

首先应当在萧氏教育思想中寻找答案。
萧友梅是一个热诚的“教育救国”论者。通过开

办现代型高等教育机关以开启民智、提高国民素质、
增强民族意识、培养一代新人�是萧友梅教育思想的
核心�并在他的诸多文论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；为了
实践这一思想�萧友梅主持国立音专校务共10余
年�其殚精竭虑、历尽艰辛之状�凡亲历者无不为之
动容；办学以来�为国家培养出众多高水平的音乐
家�在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中功勋卓著�其业绩有目
共睹。限于篇幅�这里恕不详列。

有鉴于此�当此国家危难之秋�萧氏利用国立音
专为抗战提供教育资源�竭己所能为建设 “精神国
防”培养实用音乐人才�既是实行“全民抗战”的实际
步骤�也是萧氏“教育救国”思想的合理延伸。

其次�从国立音专当时的处境看�上海沦陷�校
址迁入法租界后�仍面临着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。据
这次新发现的萧氏在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间
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、次长张道藩、高等教育
司司长吴俊生等多件信函中 （原件现存南京中国第
二历史档案馆）披露：

为避战祸�国立音专在1937年八·一三淞沪战
役爆发前夕即8月9、10两日由市中心迁出�“除将学
生成绩照片重要账簿册籍�学校贵重而易于移动之
设备搬出外�其余如图书、乐器、校具教具留置校中
者�为数尚多�估计价值约二万元左右。今因我军退
出市中心区�是项损失�势所难免”；同年9月2日�国
立音专正校舍 “已中炮弹二处�女生宿舍已中炮弹一
处�而男生宿舍及东西练琴室则尚未查明”；同年12
月14日�即呈报《理由及办法》之当日�萧氏又报：法
租界工部局以葡萄牙籍邻居 “不喜练习音乐” 为由�
敦促音专再行迁址�萧氏多方奔走�乃以借用美专校
舍、分散在教员住宅上课、音专不挂牌、个人名义借
租校具存放地等办法�勉强逃过一劫；由于战事紧
张�战费浩大�早在淞沪抗战前夕国立音专办学经费
就已相当拮据�萧氏采取不足10人合班上课、无课
时及未按时返校教师停发薪水、依授课钟点计酬等
措施�尚能勉强维持；到了12月�音专因经费问题面
临两种前途：其一�只发四成经费�其二�骤然下令停
办不发经费。对前者�萧氏称“仍可勉强对付”：若是
后者�萧氏面对一群西籍教员自当穷于应付�乃不得
不在括号中含泪加注一句 “梅或届时有逃避之必要”
云云－－－堂堂国立音专校长居然变成了躲债的杨白
劳�其窘迫无奈之状�令人鼻酸。

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�继续沿袭音专原有的 “精
英教育”思路�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“奢侈品”�在
当时客观条件下已了无可能�在主观上也为一切爱
国音乐家所不为。

因此�无论从国家抗战的根本大局计�还是从国
立音专当下的生存出路计�萧氏之决定转换办学思
路、动员音专这一教育资源服务于抗战、为国家培养
更多实用音乐人才以为 “精神国防” 添砖加瓦�乃是
具有爱国情怀又有音乐思想理论修养的教育家所必

然做出的唯一正确抉择。
其实�萧氏在《理由及办法》中已经明确指出�这

种办学方针的转变�是阶段性、策略性转变�属于非
常时期的非常之策�而不是对于 “精英教育” 的根本
否定。他说：

单就音乐教育来说�高深专门人才的养成�
现在不是时候了。养成一个专门人才�动辄需要
五年十年的时间�而这种专门人才�在太平盛世
固然是可宝贵的�在非常时期�则未必能在音乐
上贡献于国家。
萧氏肯定�高深专门人才的培养在和平时期是

居其宏：萧友梅“精神国防”说解读－－－兼评贬抑“学院派”成说之历史谬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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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宝贵的”�他在另一篇公开文章中曾说�即便是非
常时期的音乐教育�“下列三方面均需顾到�即：一面
培养音乐师资�一面奖励音乐天才养成专家�一面鼓
励集团唱歌（为音乐比赛之一种）与音乐的团体生活
（小规模的合唱、合奏）等”�（1938[1990]：467）依然把
“精英教育” 列为不可忽视的内容；只是由于日寇入
侵、环境巨变使得这种专业化的精雕细刻的精英教
育模式在整体上已经 “不是时候了”�迅速改变教育
方针以适应时代大变动之急需�已不可避免：

总之�在这回大变动之后……音乐教育应
该迅速改变方针�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
依归……非常时期并不是可以忽略音乐教育�
也许须要更加注重音乐教育�不过非常时期的音
乐教育应该和平时有点不同�或竟完全两样。
请特别留意：在上文中�萧氏把音乐教育在战时

与平时的区别表述得非常微妙：起先说 “有点不同”�
接着又说“或竟完全两样”�遣词用语益发肯定。在这
里�萧氏不仅明确地指出了音乐教育迅速改变方针
的 “大变动” 的时代背景�更清晰地阐明了音乐教育
在战时与平时的不同－－－很显然�和平时期音乐教
育在本质上是以培养高深专门人才为目标的 “精英
教育”�而非常时期的音乐教育不得不转向 “大众教
育”和 “普及教育”�更注重实用音乐人才的培养�以
适应战时国家对音乐艺术的紧急需求；一俟民族解
放战争胜利到来之日�高等音乐教育之恢复其本有
的 “精英教育” 本质�自是情理中事－－－萧友梅在这
份报告中所阐发的战时教育理念及其一贯的音乐教

育思想、他主持国立音专10余年的教学实践和成果
以及国立音专在战前战后的教育方针�都充分证明
了这一点�而不能从中导出其他的结论。

现在我们再把话题重新返回到前文所举 “跟随
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” 这句话上
来。此语是萧氏在“积极方面”开列的第十一项�也是
最后一项�因而带有对 “积极方面” 进行总结的性
质。萧氏曾在第十项中主张“从服务中建立中国的国
民乐派”�第十一项又把中国音乐的出路寄希望于
“中华民族的解放”�两者关系如何？窃以为�前者所
谓之“服务”�乃狭义的服务�即从培养战时实用音乐
人才入手�通过这类音乐家和抗战作品的 “巨量产
生”而将音乐艺术普及到广大民众中去�非如此便不
能获得建立国民乐派的广泛基础；然战时环境是建
立国民乐派的基础条件而非理想条件。而这理想条
件�即便在最乐观的意义上也只有跟随中华民族最

终解放之日、和平曙光降临之时才有可能真正获
得。我们作此判断的依据有三：其一�萧氏在这里使
用的是“建立”而不是“建成”�萧氏精通中外音乐史�
深知一国之国民乐派从创建到建成是一个漫长的历

史过程�更不可能在战时环境下一蹴而就；其二�萧
友梅是一个现代型专业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�深知
民族乐派建成的标志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从狭义服务

中“巨量产生”的救亡歌曲的基础之上�它有着思想、
艺术、风格、体裁、技巧高度发达等一系列整体性、综
合性要求；其三�作为上述判断的一个重要佐证�萧
友梅在1938年2月 （即在呈递《理由及办法》后不到
两个月） 就曾公开预言：“吾国音乐空气远不如百年
前的俄国�故是否在这个世纪内可以把这个乐派建
造完成�全看吾国新进作曲家的意象与努力如何�方
能决定。”（1938[1990]：467）从这段话便可看出�萧氏
对于建立国民乐派的复杂性、长期性是异常清醒的�
当然断无可能将这一理想完全寄托于战时音乐；但
有一点确定无疑－－－只有中华民族获得真正的解
放�才能谈论中国音乐的出路问题。

救亡：是爱国音乐家的共同呐喊�还是“救亡派”
的独家专利？

长期以来�我国音乐界对于 “九一八事变” 至抗
战胜利这10余年间之音乐思想、音乐创作、音乐教
育的历史描述�一直存在所谓 “学院派”和 “救亡派”
分立与对垒之说。尽管始作俑者并未对两者加以明
确界定�但有一种似乎被约定俗成了的看法认为�
“学院派” 主要由一批受过西式音乐教育的专业音乐
家组成�大多工作在沦陷区或国统区的高等音乐 （艺
术）院校�其音乐思想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影
响较深�把音乐艺术特殊性说得玄乎其玄�鼓吹技术
至上�其作品脱离时代、脱离生活、脱离政治、脱离人
民�对国家危亡和全民抗战缺乏热情�满足于躲进象
牙塔自我欣赏�其代表人物有萧友梅、黄自、贺绿汀
等。“救亡派” 主要由一批左翼音乐家和革命音乐家
组成�大多活跃在救亡歌咏运动、抗日根据地及各个
抗日战场上�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西式音乐教育的
系统训练�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�主张文
艺必须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�音乐艺术必须为政治
服务、为抗战服务�其作品以革命群众歌曲为主�以
其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浅显的音乐语言而深受群

众欢迎�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�并为新中国的社会
主义音乐奠定了前进方向�其代表人物是聂耳、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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曙、冼星海、吕骥等。

应该说�在史料 （对历史事实的记叙、评说及其
文字载体－－－文献）层面上�这样的概括大致客观公
允地反映出长期以来音乐界对“学院派”及“救亡派”
的主流看法；从30年代开始直到60年代前期�这种
贬抑“学院派”的文献在音乐界出版物中随处可见。

然而�在史实（历史事实本身）这个层面上�这些
贬抑“学院派”的成说已被证明是一个历史谬误。因
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�经不起历史事实
的检验。

在这份 《理由及办法》被发现之前�萧友梅、黄
自、吴伯超、贺绿汀、陆华柏、陈洪、李抱忱以及其他
诸多被列入 “学院派” 的音乐家早就以其优秀的抗
日救亡作品、鲜明的言论和抗日实际行动这些赫然
存在的史实证明�某些故意贬抑“学院派”的成说是
不顾历史事实的虚妄之言；而今《理由及办法》的公
开面世�再次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了这些成说的
虚妄。

萧友梅在这份《理由及办法》中�把一个爱国音
乐家的爱国情怀、民族意识以及对于音乐艺术在抗
日救国大背景下应取的态度、立场、方针和策略作
了明确的论述。除了前已引述的文字之外�最为精
彩、最具思想闪光的论点莫过于他提出的 “精神国
防”理念：

国防不单是有了飞机大炮便可成功�有了
这些武器�还要靠忠心的壮士来使用他�而民族
意识之觉醒�爱国热忱之造成�实为一切国防之
先决条件……历史昭示我们�不只要建设一道
巩固的物质上的国防�并且须建设一道看不见�
摸不着�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：即民族意
识与爱国热忱的养成。
萧氏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热忱的养成称之

为“精神国防”�认为只有建成这道牢不可破的“精神
国防”�是建设一切国防、战胜入侵强敌、争取民族解
放的先决条件。

在这样的宏观认识前提之下�萧氏把抗战时期
我国音乐艺术明确无误地定位为 “精神上的国防的
建设者”�认为音乐艺术是 “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
需的工具”。

“精神国防” 这个见解之所以精辟�是他看到了
物质因素之外的精神因素的伟力�看到了比飞机大
炮更为根本的是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日自觉�认

为只有把精神国防与物质国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

才能最终战胜日寇。
“精神国防” 这个见解之所以精辟�是他不但在

理论上作如是观�而且在行动上亦如是做�把音乐创
作、音乐教育自觉置于“精神国防”大旗之下�审时度
势地强化音乐艺术的服务功能�及时转变办学方针�
采取各种实际措施�使音乐艺术成为 “精神国防” 的
有力一翼�动员国立音专这个宝贵的高等音乐教育
资源效力于国家和民族的抗日救亡大业。

因此�“精神国防”是这份《理由及办法》的总纲�
萧氏在这份报告中提出的一切理由及办法�都是以
建设 “精神国防” 这个总纲为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的；
其中搏动着的一片报国之志、一颗赤子之心�不仅渗
透字里行间�也深深感动着今天的读者。

由此我们可以断言�“精神国防” 的提出以及这
份《理由及办法》所有的理由及办法都在证明一个基
本事实：在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非常时期�“救亡”是
一切具有爱国良知的音乐家所发出的共同呐喊�而
不是“救亡派”的独家专利。由此也可以断言�以是否
创作革命群众歌曲作为“救亡派”和“学院派”的划分
依据�进而得出截然不同的褒贬结论�不仅与历史真
相不符�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
线的基本原则�因此�某些成说强加于“学院派”头上
的一切贬抑不实之词�应予推倒。

当然�在这个前提下也必须指出�萧氏的 《理由
及办法》毕竟只是一份内部报告�既未公开发表也未
在当时的音乐界产生过实际影响�而他关于开办两
个养成班的设想�也因未获当局批准而无法付诸实
施。但作为研究萧友梅音乐思想的重要史实和史料�
它的被发现�在我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
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�不可低估。同时还必须指出�
综观我国音乐界在整个抗战时期的 “救亡音乐” （包
括国立音专、其他院校师生及所有爱国音乐家所创
作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各种体裁和形式的音乐作

品在内）�就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和产生的深远社会
影响而言�占主流地位的还应首推中国共产党人领
导的“新音乐运动”；而就培养富有深厚音乐修养、较
全面地掌握了专门音乐技能的高级音乐人才�为新
中国的音乐创作、音乐教育、学术研究及各项音乐事
业打下坚实基础而言�则首推以萧友梅、黄自、吴伯
超等为代表所主持的学院教育�同样必须肯定。这才
是历史主义的态度。（下转10页）

居其宏：萧友梅“精神国防”说解读－－－兼评贬抑“学院派”成说之历史谬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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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精神财富�不是少数人的私产�那种发现了新材
料�秘而不宣�独家专有的做法是学术上的“小市民”
或“小生产者”。我们主张资料共享�广而告之�加强
交流�促进研究。我们相信�“理由及办法”和1917年
萧友梅致北洋政府教育部信的公开发表（见《人民音
乐》2006年第1期）以及新发现的其他有关新史料的
陆续刊出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�中国近现代音乐史
的研究�必将有新的突破；某些长期有争议的如所谓
“学院派”等问题定会得到客观、公正的结论�而过去
强加在国立音专和萧友梅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�也
会进一步得到澄清�还历史以真面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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